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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书论述明代中期文学的时间范围，以成化末(十五世纪晚

期)至万历初(十六世纪晚期)这一阶段文学发展状况作为断限界

定。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它独到的一面.很多研

究者已注意到，比如至晚明时代，随城市工商环境的改善，城市文

化形态相对趋于成熟，市民势力的膨胀，文学领域相继散发出以市

民道德审美意识为主体特征的新的精神因素，并构成了对传统文

学价值机制的反拨。但晚明文学风貌的形成，它本身包括逐渐演化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代中期文学的发展，从联结晚明文学精

神角度考虑，是处于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明代中期文学发展基调是晚明文学精神的前身。明王朝建立初期，

构筑于传统农业社会道德模式之上的一整套文化政策，在意识形
态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思想，也不可

避免地受到制约。其时文学领域暴露出的稳定、保守的一面，也正

说明它参与文学新体制建设的艰难性。直至明季成化、弘治年间以

来，这样的局面才有所改观，文学发展的格局渗入某种新的异动因

素。本书设立明代中期文学的演进与城市形态关系这一观照的角

度，旨在考察中期文学走出明初文学局面所发生的变异因素和与

它相关的终极条件。为此，首先将明代中期文学发生的变异因素，
作一大致扼要的说明。

    朱明王朝的建立，加强了传统儒学文化的兴建工作，作为新儒
家思想结晶的程朱理学，受到官方的重视。与此互相呼应，作为参



与明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浙东学派宋镰等人为代

表的一批文人，在所占文学一席领地，推出“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

的文学思想体系及标举唐宋以来道统文风，客观上未能充分揭示

文学自身的价值功能，未能准确地把握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对明

初以来指导文学独立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明代中期文坛一变换
特征，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在观念形态与文道一元的文学思想体系

方面，便发生程度不同的歧异。出于一定的确立文学自主地位的时

代动机，一些作家对明初以来的文学道统论提出疑问。文征明针对

“适道之士”“谓文章小技，足为道病”的论点发出诸难，以要求确认

文学应有的一席位置。何良俊的《薛方山随寓录序》，对文与道的相

互关系，作了新的阐述，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献。至如祝

允明、何景明、李梦阳等人，曾分别将文学审视的眼光对准唐宋各

家文风，对其文学地位重新进行评估，虽或流于偏激，但在某种意

义上也显出克服唐宋以来文学中道统因素的要求。

    基于对文学自身价值认识的逻辑起点，中期文学开始逐渐建

构起重视以情为核心的文学思想体系，强调文学抒情的功能。像徐

祯卿的论学力作《谈艺录》，已体现出尽管流于相对模糊但已比较

系统化的主情理论。与传统“诗言志”、“诗缘情”等言情论相比较，

中期文学的主情原则不仅仅围绕着传统诗论而展开，而是扩大到

其他的文学体裁上去，比如表现在这一时期戏曲理论中的主情思

想，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次，它逐渐地重视起对情的价值内涵

的开拓，增强对文学抒情功能理解的深入性和丰富性，而并不是传

统文学言情论简单的重复。如李梦阳、黄姬水、徐渭等作家，他们的

文学主情说中程度不同地包含了比较重视文学情感与个性表现的

时代要求，或者说是一种基于文学本体价值功能之上转向比较注
重表现作家抒情个性化的要求，并与晚明文学主情理论存在着一

定相通的地方。

    主情论逻辑发展的态势，面临着传统情与理关系处理的问题。



中期文学在重情的观念引导下，开始或显或晦地将抑制情充分流

露的儒学伦理道德、程朱理学观念形态的聚合体— 理，作为负面

的因素对立起来，某种程度上标举情对理的克服，从而使主情论融

和进与传统理性精神并不完全协调的某种离异机制，客观上与以
后的晚明文学精神有一定的联系。这一时期如李梦阳、何景明、李

开先、徐渭等对民间“真诗”的偏爱和对其他市井俗文学的重视，带

有市民性的文学审美要求。这一些与当时诗坛所出现的崇唐抑宋

诗学态度加在一起，都程度不等地体现了文学主情论情理相冲突

的一些思想特质。

    中期文学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的理解，除了注重文学的抒情

特征，也在某些方面反映出艺术审美趣尚的变化，对曾遭历来正统

文学圈冷落的六朝文学艺术风格的推崇便是一例。这股文学风气

在如吴中、金陵等一些城市区域文人中间尤其显得集中，除了受历

史上江左文学遗风影响之外，重要的一点与城市生活环境的熏陶，

文人的文学口味的改变也分不开。在六朝文学鼓吹者中间，有代表

作家黄姬水、黄省曾、屠隆等人。他们比较注重六朝文学中艺术美

感的一面，并且多少注意到了这种艺术美感从文学内容到形式建

筑于真实的基础和作家艺术潜力开发的重要性。

    从中期文学的创作实践看，可以注意到其中几点:

    首先，文学体裁的发展有所变化。比如在明初还属冷落的南戏

作品，到明中期有兴起的势头，并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注意，反映

了社会文学趣尚中一些新的动态。但与晚明时代文学创作格局相

比，这一阶段文学体裁还相对地流于单调，变化不是太大，如小说、

戏曲这一类在市民中间具有一定市场的俗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

还是体制，都不能同晚明时代相比。即以南戏而言，它的兴盛还主

要出现在晚明时代。同时也说明这些作品从成长到成熟中间所具

的发展过程。

    其次，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精神所流露的某一些特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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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明初创作，一些作品不同程度上显现了作家疏放悠狂的人格，这
与当时出现的士风中间放纵疏诞的气质联系在一起。探究它的内

涵，文学创作表现作家疏狂的气质特性，某种程度上蕴涵着寻求个

体适性为主要原则的行为方式和自我欣赏与创造的双重化的精神

意向.这在当时唐寅、李开先、何良俊、傅汝舟等人的作品中，有比
较明显和更具代表性的流露。另一层面上，狂士人格所具内涵，意

味着它同传统尤为儒家所推崇的中和自足人格发生某种背悖，在

还不具备这种人格充分实现的现世环境，它所遭受的世俗压力自

然要大一些，有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显露了个体与环境冲突给作

家造成的精神状态。在此期间，像文征明、祝允明、徐渭等人的作
品，或多或少描写到他们在所处现实环境中产生的某种生存困惑

和苦闷感，甚或具有悲剧的意味。这样一种包含在文学中的狂士人

格，它对人生与自我的领悟，虽然有时仅仅是以朦胧、模糊甚至幼

稚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它的出现，同继魏晋时代以来个体自觉精神

在文学中的表现，显然发生着一定的联系。

    中期文学创作实践中新的精神因素也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使创作主题呈多层次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描绘城市风

采和行乐生活的内容增多，具有较浓郁的趋于多元、开放与流动的

市民生活情趣，而与现实中生活价值观念的变动相呼应。其二，在

重商与尚利观念形态催化下，文学开始突破传统“四民说”包含的

轻商的思想界线。一类题材以带有同情的笔调关注商人受到歧视

摧剥和经商艰辛的命运;另一类题材则以正面的角度，表现商人善

于点利的经营之道和精明活跃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一种新的商人

形象及商业道德.在此基础之上，一些作品也出自非道德化的态

度，表现了现实中出现的崇尚货利的社会关系。其三，有的作品涉

及到男女自然情欲的内容，与传统文学中对此持有的谨慎或禁忌

的态度有所不同，说明市民道德审美意识的抬头，而其中尤以宗教

领域的题材居多.但作品的数量和反映面的广度及深度，还远远不



能与晚明文学体制相比。

    明代中期文学的演进，与当时城市形态格局的变动相呼应。从

文人分布状况分析，在中期阶段，东南一带与中原区域，成为导播

前述文学兴复局面作家群体主要寄寓和活动的地区，上述地区在

明代中期所发生的城市经济、文化形态的一些特点，对作家群体文

化性格的铸合，包括文学态度的变化，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东南
地区特别自从宋、元时代以来，长期的积累和优厚的其他自然、人

文条件，使其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而明王朝建立初期，
在官方传统抑商政策的干预下，该地区宋、元以来一度兴盛的城市

工商形态遭到相当的打击而有消沉的趋势。至成化、弘治年间之

后，统治集团整体调控体制日益发生僵化与不健全性，抑商政策难

以收到实效，该地区上述格局才有所改变。而以苏州、金陵、杭州等

为代表的一些集结的中心城市圈，进一步发挥商业职能，对商业资

本的调控显出一定优势，对于该地区工商体制的重建和发展，起着

积极的作用。其次，围绕着中心城市圈，一批多级中小体制的亚城
市组织— 各类城镇单位，处于优越的工商地理位置，相继崛起，

介入进成长性的商业城市化过程，并成为该地区工商化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东南一带相比，中原地区这一汉文化发祥地，在历

次积累的基础上，呈现着缓慢发展的工商环境，也给自身的城市生

活带来一定的繁荣。在新的工商体制激发下，商人势力到了这一阶

段出现膨胀的现象，特别是在明初期间遭重点控制的富豪巨商阶

层活跃起来，对社会传统经济结构和组织秩序造成一定分化的力
量。商人势力的崛起，对城市文化风尚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是重

商观念下儒商的转化，在积极意义上，促使士阶层走出孤高封闭的

文化圈，参与同商阶层文化性格的立体碰撞与交融，参与社会价值
维系的重建，相对地减弱与原先坚执牢固的传统政治、家旖口理体
制的从属性二其次，影响到社会俗世生活观念的滋长和艾延，创造
社会相对自由的文化心理。这些为文学自身的演进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想界域。

    作为文学实践主体的作家群体，由于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浸

润，自身气质和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市民性和集

团型两大特征。在城市生活环境中，一批专门致力于文学艺术创作

的社会相对自由的职业文人逐渐崛起，其中尤以平民身份者为主，

他们或藉城市环境谋生，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人格。由于直接活动

于下层市井社会，使这些文人有更多机会接触一般的市井平民，了

解他们的生活情趣，包括文学艺术消费的口味。这使得市民中间的

生活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些文人的创作精神。中期以来，趋

向深化的士商情感对流，加强了作家群体与商人阶层的联络，这对

催化文人与市井社会的气质融合起到有利的作用。而作家群体组
织结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作为共同文化消费的集团活动增多，这

种现象在一些城市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显得比较的突出，客观上

使文人间接触的机会上升，有助于他们增进思想情感的沟通和产

生相互间的影响。

    明代中期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明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应有它

的一席位置。面对明初洪武至成化间文学在总体上缺乏自身应有

的活力而所处相对迟滞、保守的局面，中期文学创建新的格局，有

着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诸多的问题。这一文学的发展阶段在某种

程度显示了分化明初文学形态、注入变异因素的兼具破坏性与建
设性的双重特征，给晚明时代的文学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某些条

件。但它本身的演进，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全国性区域之间
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非同步性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从而使

其总体走向呈现曲折、缓慢的特征。区域之间经济与文化上的悬差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损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冲击力，造成

文学的“内耗”。在区域内部，当新的经济体制崛起，而文化形态的

建设尚不能及时、充分反映经济体制变化特征时，同样给文学的进

步，造成一定的阻力。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对一定时期文学价值的衡量，往往是相对

的，对明代中期文学的评估，同样也是如此。相对于文学传统而言

的中期文学所含新的精神因素，放置在现今的价值准则下，有些或

许显得平庸甚至污浊，但它们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脱离具

体的时代来谈论文学的价值，难兔屏得没有意义。这也是本书探讨
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状况的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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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学变异因素之讨论(一)

        第一节 道统论与文学自主意识

    一“文”“道”关系的探讨

    朱元璋明王朝政权夺取元统治集团之位而代之，它的一整套

建立在农业社会道德模式之上的文化政策，也随之在意识形态领
域发挥起作用。还在夭下未平之际，朱元津急急开了礼、乐二局，

“广征誉需”①，制礼作乐，以图兴复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并以此作
为治国理家、端正人心的根本对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下

诏制定出一整套需学的道德规范用以整肃士风，总的指导思想是

“礼仪风俗，不可不正”⑧.在此阶段，作为新儒家思想结晶的程朱
理学，重新活跃起来，成为官方所推崇的思想体系，并有“舍朱子之

学无以进而立于学者之林”⑧的说法。

    在文学领域，一批“开国文臣”如宋潦、王伟、方孝孺等人，都是

出自在明初文坛产生不小影响的浙东学派文人，他们与明初文化

政策相呼应，“润色鸿业，特尚典则”④，共同参与明初的思想文化

建设。这些浙东学派的文人大多曾经受到过明初统治者的礼遇，这

和他们自身具有的理学学风有一定关系。《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范
祖干传》:

① 《明史》卷四十七《礼一》.
⑧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
⑧ 方孝孺《逊志裔集》卷七《习庵说》。
④ 衰衷《哥台先生集》卷十七《李空同先生传



        太祖下姿州，与叶仪并召。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

    道何先，对日:“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

    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

    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日:“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

    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

    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命二人为路议。

范祖干和叶仪都是金华人，都曾受业于当地理学家许谦的门下，深

得理学之传.再如宋派和王伟，也为金华两位大儒。明太祖朱元璋

曾当着王伟的面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滚耳。学间之博，卿不如

潦;才思之雄，潦不如卿。”①后修《元史》，诏命镰与伟为总裁.宋、

王二人曾师事当时理学家柳贯、黄滑等人，受到过理学的熏染。

    浙东一带，尤其是金华地区，相对于沿海一带的城市环境，地

理条件尚处在比较闭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作为文化自身积

累与更新的二重特征来说，也容易造成如此的局面:一是文化积累

出现与传统体系相连续的优越性;二是文化自我突破的艰难性.尤
其是金华地区，自宋元以来理学传统基础积累的坚固和丰厚，就可

以说明这一点。早在南宋时期，金华的吕祖谦开浙东理学之风气，

他与当时朱熹、张杖合称“东南三贤”。此后，理学传统连绵不断，王

伟《宋景镰文集序》称:
        然当吕氏、唐氏、陈氏之并起也，新安朱子方集圣贤之大

    成，为道学之宗师，于三氏之学极有异同。其门人日勉斋黄氏，

    实以其道传之北山何氏。而誉斋王氏、仁山金氏、白云许氏以

    次相传。自何氏而下不皆姿人。论者以为朱子之世迪。故近

    时言理学者，婆为最盛。②

理学风气的影响，反映到明初的文学上也是明显的，其中一个具体

① 《明史》卷二百八十九《王伟传》。
② 《王忠文公集》卷五.



的特征，如宋镰、王伟、方孝孺等一些浙东学派的代表文人，在唐宋

以来道统文论的基础上，重建“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体系，将它渗

透进明初文学创作思想中，这在宋镰所作的《文原》一文有具代表

性的论述:

        人文之显，始于何时?买肇于厄牺之世。厄牺仰观俯察，

    画奇偶以象阴阳，变而通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

    惟至道含括无遗，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自是推

    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礼乐刑政之施，师旅征伐之法，井牧州

    里之辨，华夷内外之别，复皆则而象之。故凡有关民用及一切

    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①

在这一段文字中，“文”的概念被宋镰理解成相当的广泛，“凡有关

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于文”，具有无处不在、包罗万象的

特征。但宋镰将“文”概念的放大，其目的是想使“文”贯穿一个“圣

贤之道”的内核。他曾说:“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

贤。;02所以圣贤“推而存之”，将天衷人道、礼乐刑政、军事征伐，包

括日常其他方面，一一表著于文，无非是要表达“圣贤之道”。由乎

此，宋镰对“文”作这样的界定，“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

人宣之”③。说到底，这样一种“文”的含义，实即是为“圣人宣之”之

“道”的化身，或者说是“道”外在的文字符号，即所谓“圣贤之道充

乎中，著乎外，形乎言”④。“文”的存在，取决于“道”的存在，两者本

为不可分割的互相依附关系。“道”的贯穿之下，作为纯文学意义上

之“文”，也就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即如宋镰所说，“余之所谓文

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非专指乎辞翰之文

① 《文宪集》卷二十五。
② 《文宪集》卷七《徐教授文集序
③ 《文宪集》卷二十五《文原》。
④ 《文宪集》卷二十六《文说》。



也’，①。这里，宋镰实质上将允许表现作家对生活个性化体验和独

特文采、技巧等艺术风格的文学创作，排斥在体道之“文”之外。在

他看来，作家对非功利文学的嗜好和创造，未免有点荒诞而不可理

解。“予复悲世之为文者，不知其故，颇能操瓤遣辞，毅然以文章家

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②。宋镰以为，那些“以文章家自居”

者之所以让人感到可悲，是因为他们错解了“文”的实质含义，同时

还缺乏必要的道德涵养，《赠梁建中序》:

        优柔于艺文之场，展妖于今古之家，辜英而咀华，溯本而

    探源，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侯心与理涵，行

    与心一，然后笔之于书，无非以明道为务。③

“心与理涵”，“行与心一”，这是做到文以“明道”的关键，它的发生

和确立，就是作家自我道德内化的过程。这一命题有点类似宋理学

家的说法，如程颐以为，“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敬而
已矣’，④，即通过内在道德涵养以体认“天理”。在宋镰那里就是，+'U'

与理涵”，其中也可看出宋镰身上理学影响的痕迹。这一道德内化

过程，宋滚又把它看作是“养气”，他认为，“为文必在养气，气与天

地同，苟能充之，则可配序三灵，管摄万汇’，⑤。而“养气”是通向“明

道”的必要途径，“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养气，始为得之”⑥。也即
所谓“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⑦。

真正具备道德涵养的功夫，就可摆脱“辞翰之文”的拘泥，传达“圣

贤之道”之文，自然也就“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⑧。文道一元

① 《文宪集》卷二十五《文原》。
② 《文宪集》卷二十五《文原》。

③ 《文宪集》卷九。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⑥ 《文宪集》卷二十五《文原》。

⑥ 《文宪集》卷二十五《文原》.
⑦ 《文宪集》卷二十六《文说》。
⑧ 《文宪集》卷二十六《文说》。



说重视“以道为文”的创作原则，同时也反映在品评、取舍他人作品

的价值标准上。如方孝孺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

已”①，此与宋谏“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②的说法同出一辙。方

曾自编“断自汉以下至宋，’((文统》一书，在取舍标准上，充分体现了

文为“明道立政”服务的原则，以为“取文之关乎道德、政教者为

书”，“违乎此者，虽工不录，近乎此者，虽质不遗”③。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创作，它的本质特征是作家主

观心灵对生活进行艺术、个性的再现或表现，它主要由两方面因素

有机地组合，一是言情因素，表达作家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二是艺

术审美因素，包括作家综合地运用语言、结构等艺术技巧方面。成
功的作品，应该传达作家对生活真切准确的主观体验，抒发作家真

情实感，同时也充分地展现作家个性化的创作技巧。文道一元的创

作原则，从根本来说，抽掉了文学言情与艺术审美的组合因素，作

家以政教功利的目的，去揣度、演绎人为设置的伦理道德准则，限

制自我主观的创作精神，容易使作品成为单纯宣道的文字符号，也

势必给文学的发展蒙上阴影。

    浙东学派宋赚等人推出的文道一元创作思想体系，与明初官

方保守的文化政策有着一种默契，共同参与明初思想文化体制的

构建，也使得这一创作思想体系在文坛上有着某种无形的政治文

化的靠山，并使其具有一定坚固性和延续的惯性。继后而起并在文

坛有一定影响的一些馆阁文人，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大多围绕明道

为务的原则，基本上承接或发挥宋赚等人的一套说法，而并未能从

大局上加以改变。如馆阁文人之一的解绪在《廖自勤文集序》中提

出:

① 《逊志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书
② 《文宪集》卷二十六《文说》。
③ 《逊志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书



        《诗》、《书》六艺之文、礼乐法度之文与凡立言垂训之文，

    堪以载道者，皆可谓之经天纬地之文也。所以维持人心，扶植

    世教，事事物物，各有条理，非苟为是无用之具而已。故皆自圣

    人发之，后世学焉。①
如此对文以载道说的阐述，基本上是明初宋滚等人“以道为文”说

的翻版。显然，这样一种“文外无道，道外无文”②的文道一元创作
思想体系，出现在明初官方道德意志强化的思想文化氛围中，以其

“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③的思想内核，给明初以来文学的独立成
长和发展，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李梦阳《论篇下篇》曾提到当时治

学的风气:

        孔子非不贵文，乃后世谓文诗为末技，何软?岂今之文非

    古之文，今之诗非古之诗软?阁老刘闻人学此，则大骂日:“就

    作到李、杜，只是个酒徒!’’李、杜果酒徒软?抑李、杜之上更无

    诗软?谚日因喳废食，刘之谓哉!④
李梦阳显然带着不满的口气来描述当时视“文诗为末技”的做法。

其实这种将诗文看作末技而不屑一顾态度，与宋深等人否定“文章

家，nu辞翰之文”的主张，实有着重要的联系。可以看到，明初以来理

学学风的影响，加上文道一元创作思想体系主宰文坛而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歧视甚至否定纯文学意义上的研习与创作活动，成为

根植于理学土壤、排斥文学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风气。何景明在

《海史集序》中称“诗不传”，其原因为“称学为理者比之曲艺小道而

不屑为，遂亡其辞”⑥。当时吴中文士杨循吉也曾面对作诗“而近时

① 《文毅集》卷七。
② 《文宪集》卷七《徐教授文集序).

③ 顾清《东江家燕集》卷二十二《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a
④ 《空同集》卷六十六。
⑤ 《大复集》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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